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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 

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1
 

周惠，赵微，汪飞腾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基于湖北省 4 个地区的 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 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

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

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

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 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

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

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

大，效应值分别为 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

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

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

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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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整理项目竣工验收后通常移交给村集体，由村集体组织管护人员对项目建成设施和设备进行巡查、维护，并调解设施

和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纠纷
［1］
。农地整理后期管护有利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产品质量，延长建成设施及设备的生命周期。

管护制度是各政府机关颁布的规范农民管护行为的一系列制度、规章、条例以及以及村民自治组织与农民之间签订的管护合同

等。按照相关学者
［2,3］

的观点，管护制度绩效是对管护制度实施后公平和效率实现程度的综合评价，是衡量管护制度供给与需求

的均衡程度及其实施成效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揭示管护制度缺陷，分析形成原因，以寻求解决之道，最终实现新的制度均

衡状态
［4］

。我国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从制度上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保障农地整理项目设施功能的长期稳定发挥。据作

者不完全统计，自 2000 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以来，截至 2016 年底，中央和地方政

府相继出台了 55份涉及农地整理后期管护的意见、办法、通知等具有约束力的文件，对管护宣传、管护主体、管护职责、管护

资金、监督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相关研究
［5~7］

已证实制度安排与其实施绩效之间关系紧密，然而管护制度的施行对制

度绩效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影响路径如何？鲜有文献给出清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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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研究范式由以梅森等
［8］

为主要代表的哈佛学派建立，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影响经济绩效”。新制度

经济学派将制度引入 SCP，构建了“制度结构-制度行为-制度绩效”的分析框架，其内在逻辑是制度安排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激

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动力，抑制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经济主体行为的有序化，并最终影响制度的实施绩效
［9］

。该研究

范式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契合，因此本文拟借鉴 SCP 范式，构建“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框架，分析管护制度结构对

其绩效的影响路径以及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为管护制度的完善、管护制度绩效的提升和农地整理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

依据。 

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为反映不同实施方式下管护制度绩效的差异，作者于 2016 年 8月 24日〜25日及 10月 1日〜4日对湖北省嘉鱼县、阳新县

和洪湖市、荆州市荆州区的农地整理后期管护情况进行了农户问卷调查。嘉鱼县和阳新县于 2012年分别出台《进一步加强土地

整治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通知》、《关于印发阳新县土地整治占补平衡项目后期管护暂行办法的通知》，对管护责任人、管护资金

管理、监督考核等制度要素进行了清晰的规定。洪湖市和荆州市荆州区与上述区域的气候条件、作物种类相似，尽管没有出台

专门的正式管护文件，但当地村委会代表村民与镇政府签订了管护合同，对管护人员的责权利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农地整理项

目也取得了较好的管护效果。基于上述特征，本文将嘉鱼县和阳新县界定为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将洪湖市和荆州市荆州区界定

为管护合同签订区域。 

为确保问卷理解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出发前对问卷进行了统一讲解。本次调研对嘉鱼县新街镇、潘家湾镇，阳新县白沙镇，

洪湖市老湾回族乡、龙口镇及荆州区川店镇、马山镇、纪南镇、八岭山镇、李埠镇等区域采取农户随机抽样调查，共获得样本

599 份，含有效样本 568份，样本有效率为 94.82%。其中管护文件覆盖区域 248份（嘉鱼县 144份；阳新县 104份），管护合同

签订区域 320 份（洪湖市 162 份；荆门市荆州区 158 份）。有效样本中，男性占 56.16%（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为 58.06%，管护合

同签订区域为 54.69%）,平均年龄为 55.73 岁（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为 54.42 岁，管护合同签订区域为 56.75 岁），初中学历及以

上的占 51.41%（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为 55.65%,管护合同签订区域为 48.13%），村干部比例为 1.2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为 1.21%,

管护合同签订区域为 1.25%），健康程度一般及以上的占 94.19%（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为 97.18%，管护合同签订区域为 91.88%）。 

表 1个人特征变量 

Tab. 1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管护文件 覆盖区域 

(n = 248) 

管护合同全部实证 签订区域区域 

(n=320) (n = 568) 

男性比例 x1(％) 58.06 54.69 56.16 

平均年龄 x2(岁) 54.42 56.75 55.73 

学历为初中及以上比例 x3(％) 55.65 48.13 51.41 

村干部比例 x4( %) 1.21 1.25 1.23 

健康程度一般及以上占比 x5( %) 97.18 91.88 94.19 

2 影响路径研究 

2.1指标因素选取 

（1）制度结构 

本文参考诺思关于制度结构的定义
［10］

,将管护制度分解为正式管护制度与非正式管护制度。正式管护制度是指政府和村民

自治组织颁布的管护制度、规章、条例以及村民自治组织与农民之间签订的管护契约等，具有外在的强制约束机制。罗必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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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评判一项正式制度的优劣在于制度与环境的相容程度，主要包括利益相容、激励相容、信息相容等方面。利益相容中不同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越有效，管护制度也越有效;激励相容的本质在于减少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使所有参与者的行为目标一

致；信息相容指管护信息提供的完整、有效程度，尽可能使管护制度供给方和需求方实现信息对称。 

非正式管护制度是正式管护制度的重要补充，通常表现为与管护相关的传统、风俗、习惯、道德等，对农民的管护行为具

有规范作用，但维持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力量来自于集体内部的相互模仿、学习以及外部舆论压力，缺乏有约束力的执行机制
［11］

。

只有当非正式管护制度与农民的需求一致时，非正式管护制度才能得以长期延续，其内在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才能充分发挥。马

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 5 个层次。考

虑到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和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因此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不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 

（2） 管护行为 

依据工作场所理论，管护行为作为一种工作行为，可分为角色内行为、角色外行为和越轨行为
［12,13］

。角色内行为一般被认

为是管护组织（如村委会、农村经济组织等）对管护人员正常的工作要求，是管护制度中明确指出的与工作职责相关的行为，

通常包括设施维护、纠纷调处、破坏劝阻及日常巡查等维护项目区正常运行的基础性工作。角色外行为是指超出管护人员工作

职责所要求，与奖惩标准无关、对农地整理建成设施有积极作用的自愿行为。本文结合研究区域的管护现状，借鉴 Farh 等
［14］

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 5 个维度来对角色外行为进行刻画，分别是：①认同组织——积极参加与管护相关的会议，并为改善管护

现状而积极献策；②协助同事——乐于与其他村民开展管护合作；③敬业守法——自觉遵守各项管护制度；④人际和谐与村民

和睦相处；⑤保护组织资源——不将集体的管护资源挪为私用。越轨行为是故意违背管护制度，从而对农民或农地整理建成设

施产生危害的行为。经实地调查可知，调研区域故意损坏管护设施和将管护资源挪为私用的行为基本不存在，因此本文不予考

虑。 

（3） 制度绩效 

农民利益是管护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合瞿忠琼等
［3］

关于制度绩效的内涵，本文将管护制度绩效界定为农民对管护制

度功能实施的满意程度。对 2000〜2016 年由政府部门颁布的 55 份具有约束力的农地整理后期管护文件进行梳理，根据频数大

小，从中依次提取出管护主体、管护资金、监督考核、管护宣传等关键词。依据管护流程将以上关键词归纳为管护投入、监督

考核等两大类，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询问村民对其的满意程度。其中管护投入包括管护宣传形式和宣传内容的丰富合理程度、管

护主体选择方式的公正透明程度及其责任履行程度、管护资金分配和账户管理的公开合理程度；监督考核主要由管护监督的频

率及其整改情况、管护考核频率、考核程序、奖惩力度等方面的合理程度来体现。 

根据 SCP 范式，结合被调查区的现状，问卷共选取个人特征变量、制度结构变量、管护行为变量、制度绩效变量等 4 大类

29个变量：①个人特征变量中，x1-x5等信息直接通过面对面询问村民获取；②制度结构变量中，正式制度由 s11-s13等变量反映，

体现了正式管护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由 s21-s23等变量反映，体现了非正式管护制度的约束作用；③管护行为变量

中，角色内行为由 c11-c14等变量反映，体现了管护人员对分内工作的完成程度；角色外行为由 c21-c24等变量反映，体现了管护人

员对分外工作的完成程度；④制度绩效变量中，管护投入由 p11-p16等变量反映，体现了管护人员配备及资金管理的合理程度；监

督考核由 P21-P24等变量反映，体现了管护监督机制与管护考核机制的合理程度。 

具体指标选取情况及其涵义详见表 2。 

2.2计量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EM）
［15］

不仅可以测量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选择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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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和影响程度，并测算各潜变量与相应观察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本研

究借鉴 SCP 范式，并结合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重要影响
［6,7］

构建了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图（图 1）。结

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组成。测量模型用于衡量潜变量与其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图 1中测量模型由 3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反映制度结构的二阶模型，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等外因潜变量及其外因观察变量与制度结构组成；第二部分是

反映管护行为的二阶模型，由角色内行为、角色外行为等外因潜变量及其外因观察变量与管护行为组成；第三部分是反映制度

绩效的二阶模型，由管护投入、监督考核等内因潜变量及其内因观察变量与制度绩效组成。 

2.3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研究采用 SPSS中的克伦巴赫系数来测量问卷数据的信度。当克伦巴赫系数高于 0.7时，表明信度良好。本研究数据整体

信度为 0.940,制度结构、管护行为、管护绩效的信度分别为 0.767,0.809,0.940,数据通过信度检验。 

表 2变量涵义及描述性分析 

Tab. 2 Meaning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均值 标准差 

  获得收益 S11 利益相关者是否获得对应的收益 3.896 0.822 

 正式制度 S1 管护监督 S12 外部管护监督的有效程度 2.614 0.951 

制度结构 S  经费公开 S13 管护经费公开程度 2.150 0.920 

 影响交情 S21 是否赞同不开展管护会影响亲友关系 3.620 1.003 

 非正式制度 S2 降低尊重 S22 是否同意不开展管护会降低在村内受尊重程度 3.659 0.985 

  影响声誉 S23 是否赞同不开展管护会影响在村内的声誉 3.662 0.966 

  设施维护 C11 管护人员进行设施维护的及时、有效程度 2.951 1.070 

 角色内行为 C1 纠纷调处 C12 管护人员进行纠纷调处的及时、有效程度 3.021 1.039 

  破坏劝阻 C13 管护人员进行破坏劝阻的及时、有效程度 3.035 1.045 

管护行为 C 

 日常巡査 C14 管护人员进行日常巡查的及时、有效程度 3.001 1.078 

 决策参与 C21 是否积极为后期管护建言献策 1.928 0.259 

 角色外行为 C2 人力分摊 C22 是否愿意分摊人力开展管护工作 3.875 0.949 

 制度遵守 C23 村民对管护制度的遵守程度 3.460 0.977 

  人际和谐 C24 管护人员与村民交往的和睦友好程度 3.644 0.909 

  宣传形式 P11 管护宣传形式的丰富多样程度 2.893 1.076 

  宣传内容 P12 管护宣传内容的准确及时程度 2.879 1.034 

 

管护投入 P1 

主体选择 P13 管护主体选择方式的公正合理程度 2.945 1.062 

 责任履行 P14 管护主体责任与义务的履行程度 2.965 1.082 

制度绩效 P 

 账户管理 P15 对管护资金账户管理的满意程度 2.461 0.951 

 资金分配 Pl6 对管护资金分配情况的满意程度 2.512 0.996 

  整改情况 P21 对管护整改情况的满意程度 2.903 1.057 

 

管护监督考核 P2 

考核频率 P22 对管护考核频率的满意程度 2.778 1.046 

 考核程序 P23 对考核程序公正合理性的满意程度 2.806 1.065 

  奖惩力度 P24 对考核结果奖惩力度的满意程度 2.775 1.042 

采用 SPSS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检验值为 0.931，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值为 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提取 6个主成分后，累积解释方差为 74.207%，表明选取因子的代表性强。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后，各观察变量在

对应潜变量上的主成分值均大于 0.6，样本数据通过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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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AMOS 中的偏度系数（skew）和峰度系数（kurtosis）进行正态性检验,当偏度系数小于 2,峰度系数小于 5 时，数据符

合正态分布。除 c21 的偏度系数为-3.306,峰度系数为 8.931 外，其余数据的偏度系数和峰度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1，即 c21 不

服从正态分布，违反了使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的要求，故将其剔除。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利用 AMOS 中的相关指标检验模型的适配度，结果显示 X
2
/df、SRMR、RMSEA、IFI、TLI、CFI 等指标不

合乎标准。依据修正指数（ModificationIndices）从大至小依次增列误差项共变关系，直至模型的适配度通过检验。 

2.4模型结果分析 

（1）模型结果显示，估计参数的误差方差值均为正且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其标准误差估计值均很小，其数值介于 0.01

〜0.05 之间，表明无模型界定错误的问题。各潜在变量与其测量变量间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小于 0.95,且其标准误差都很小（介

于 0.03〜0.18 之间），表明模型适配合理。除参照变量的显著程度无法统计外，其他各潜变量与其次阶潜变量及其测量变量间

的路径系数均为正数，且达到 1%的显著水平，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一致。 

（2） 管护行为与制度结构、制度绩效与管护行为间的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 0.94、0.82,表明合理的管护制度结构影响农民

的管护行为，农民的管护行为制约制度的实施绩效，验证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的有效性，也与赵微等
［16，17］

的研究结果保

持一致。同时可知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间接影响程度（0.94x0.82=0.77）高于直接影响程度（0.15）。 

（3） 正式管护制度与非正式管护制度共同构成了管护制度结构，并对制度结构产生影响，二者在管护制度的因子载荷分别

为 0.87、0.61，表明正式管护制度是管护制度的主要构成部分；社区农民的社交压力、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等非正式制

度是管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图 2中表征非正式管护制度的影响交情 s21、降低尊重 s22、影响声誉 s23的因子载荷（分别为 0.88、

0.87、0.91）远远高于表征正式管护制度的获得收益管护监督 s12、经费公开 s13（分别为 0.54、0.51、0.34），因此非正式管护

制度类变量对管护制度结构的总效应更高。 

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的路径系数（0.86）高于角色外行为（0.70），表明田块与田埂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机耕道与

人行道工程、农田防护林工程、村庄工程等农村基础设施管护职责的正常履行对管护行为的影响更大。体现角色内行为的设施

维护 p11、纠纷调处 pl2、破坏劝阻 p13、日常巡查 p14的因子载荷（载荷值分别为 0.70、0.89、0.92、0.83）明显高于体现角色外

行为的人力分摊 p22、制度遵守 p23、人际和谐 p24（载荷值分别为 0.50、0.71、0.72），因此角色内行为类变量对管护行为的总效

应更大（如表 3所示），表明基础管护工作的合理有序推进有利于社区农民管护行为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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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绩效中，管护投入、监督考核的因子载荷较高且相近，分别为 0.92、0.85,表明管护人员、管护资金等投入越充足合理，

监督考核越规范，农地整理管护制度实施绩效越高。从相应观测变量对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来看，管护投入类变量与监督考核类

变量的大小排序并不明显，表明管护制度绩效的提升不仅依靠加大管护资源投入力度，也受外部监督与考核的约束。其中主体

选择 p13对制度绩效的贡献值（0.84）最高，表明管护主体选择方式越公平合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越高。 

表 3模型适配指标 

Tab. 3 Fitnes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指标 X
2
 /df RMR SRMR RMSEA NFI IFI TLI CFI PNFI PCFI 

标准 1-5 <0.08 <0.08 <0.08 >0.80 >0.90 >0.90 >0.90 >0.50 >0.50 

修正前 7.010 0.073 0.079 0.103 0.840 0.859 0.841 0.859 0.742 0.759 

修正后 4.698 0.071 0.075 0.079 0.902 0.922 0.910 0.921 0.785 0.801 

 

表 4各测量变量对相应潜变量的标准总效应 

Tab. 4 Standardized total effect 

测量变量 制度结构 S 排序 测量变量 管护行为 C 排序 测量变量 制度绩效 P 排序 

获得收益 s„ 0.47 4 设施维护 cu 0.60 4 宣传形式 p11 0.75 7 

管护监督 s12 0.44 5 纠纷调处 Cl2 0.77 2 宣传内容 p12 0.76 6 

经费公开 s13 0.30 6 破坏劝阻 c13 0.79 1 主体选择 p13 0.84 1 

影响交情 s21 0.53 2 日常巡查 Cl4 0.71 3 责任履行 p14 0.77 5 

降低尊重 s22 0.53 2 人力分摊 c22 0.35 7 账户管理 pl5 0.57 9 

影响声誉 s23 0.56 1 制度遵守 c23 0.50 5 资金分配 p16 0.56 10 

   人际和谐 C24 0.50 5 整改情况 p21 0.71 8 

      考核频率 p22 0.78 3 

      考核程序 p23 0.78 3 

      奖惩力度 p24 0.79 2 

3 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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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制度结构既可直接影响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那么制度结构作用于制度绩效的过

程中，管护行为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一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验证。 

3.1中介效应模型 

若自变量通过某一变量作用于因变量，则该变量为中介变量；依据“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内涵可知管护行为 C

为中介变量，制度结构 S 为自变量，制度绩效 P 为因变量。要判断中介变量是否发挥作用需要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借鉴温

忠麟等
［18］

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对制度结构关于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中管护行为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具体检验流程如下： 

（1）检验制度结构 S对制度绩效 P的影响是否显著，若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立论；否则按遮掩效应立论； 

（2） 检验制度结构 S对中介变量管护行为 C的影响是否显著和中介变量管护行为 C对制度绩效 P的影响是否显著。若回归

系数都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若回归系数中至少一个不显著，则采用 Bootstrapping 法检验原假设，若此时检验结果显著，

则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显著；否则检验终止； 

（3） 检验引入中介变量管护行为后，制度结构 S对制度绩效 P的直接效应是否显著。若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制度结构对

制度绩效不具有直接效应，只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回归系数显著且与（2）中回归系数同号，表明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具有部

分中介效应；否则为遮掩效应。 

3.2权重测度 

为了使数据符合上述检验的要求，需要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以便获得制度结构 S、管护行为 C、制度绩效 P的测量值。权

重测度方法通常分为主观权重法和客观权重法，主观权重侧重于定性评价，客观权重主要依靠数据本身信息。为了规避单一权

重测度的片面性，本文采用主客观组合权重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 

（1） 主观权重。通过 1-9标度法对各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并计算其最大特征值λmax和特征向量

w，将特征向量归一化后进行一致性检验； 

（2） 客观权重。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再对各个指标的变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可得到客观权重 w2j; 

（3） 组合权重。运用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将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合并生成指标测度的组合权重。其计算公式为： 

 

3.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3.3.1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 SPSS17.0 的线性回归模块进行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检验。在计量时，考虑到管护行为和制度绩效有可能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响，为避免内生问题，本文将调查对象的性别 Cont1、年龄 Cont2、受教育程度 Cont3、是否为村干部 Cont4、健康程度

Cont5等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模型设定如下：①以管护行为 C 为被解释变量，模型 1 以制度结构变量 S 为解释变量；②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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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绩效 P 为被解释变量，模型 2 以制度结构变量 S 为解释变量；模型 3 以制度结构变量 S 及管护行为变量 C 为解释变量。鉴于

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对农民管护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存在差异，本文也对管护制度不同实施方式的区域的

农民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 

表 5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Tab. 5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models 

 管护文件覆盖区域（n = 248） 管护合同签订区域（n = 320） 全部实证区域（n = 568）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 

解释变量          

S 0.625 *** 0.616*** 0.264 *** 0.561 *** 0.564 *** 0.173 *** 0.579 *** 0.575 *** 0.198*** 

C   0.562 ***   0.697 ***   0.652 … 

控制变量          

Cont1 -0.062 -0.048 -0.013 0.071 0.029 -0.020 0.016 -0.005 -0.016 

Cont2 -0.076 0.023 0.066 -0.046 -0.071 -0.039 -0.052 -0.022 0.012 

Cont3 -0.024 -0.107 ** -0.094 ** -0.075 -0.150 *** -0.098 *** -0.052 -0.130 *** -0.096 *** 

Cont4 -0.015 -0.061 -0.052 -0.009 -0.091 * -0.084 ** -0.011 -0.074 ** -0.067 *** 

Cont5 -0.031 0.059 0.076 * 0.027 0.071 0.052 0.005 0.060* 0.057 ** 

F值 27.004 *** 30.299 *** 55.672 *** 25.279 … 28.808 *** 96.028 *** 50.609 *** 55.523 *** 147.493 … 

从 F 值来看，各区域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稳定显著，说明模型设定合理。模型 2 与模型 3 显示，在增加

中介变量管护行为后，模型的拟合度(F值）明显提高，表明模型的解释力度大大提高，农民管护参与的增加对于落实管护制度、

提升管护制度绩效具有积极意义。 

鉴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流程的一致性，本文选取全部实证区域的计量结果进行检验分析。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过程，本文

将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①模型 2显示，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575,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明制度结构的不断完善与优化有利于管护制度绩效的提升；②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制度结构对中介变量管护行为影响正向且

显著（回归系数为 0.579,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合理的管护制度结构有利于激励与约束农民的管护行为，实现管护行

为的有序化。模型 3引入了中介变量后，管护行为对制度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652,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以判断为中介

效应显著。③模型 3中，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198,且通过 1%的统计检验，表明制度结构不仅可以通过管护行为

正向影响制度绩效，也可直接影响制度绩效。农民的管护行为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经检验，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中，管护行为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与全部实证区域的一致，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不再赘述。 

3.3.2中介效应测算 

（1）表 6 显示，从制度结构的均值来看，管护文件覆盖区域（3.317）略高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3.142）,表明管护文件

对于管护制度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采用 SPSS进行制度结构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表 7），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

同签订区域的制度结构的组间方差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同区域的样本方差不具有同质性，表明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实

施方式的多样化对其结构的优化及制度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管护行为方面，管护文件覆盖区域的均值（3.312）略高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3.109），表明管护文件的颁布对管护行为

规范化的影响更大。随着宣传方式的多元化和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管护文件的落实更加高效，覆盖区域农民的管护行为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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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化，对农民的管护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越明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得管护制度不同实施方式下的实证区域管护行为

之间的差异值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的管护制度实施方式对农民管护行为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表 6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影响效应 

Tab. 6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n its performance 

项目 
制度结构 

 均值 

管护行为 

 均值 

制度绩效  

均值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总效应 

中介效应与 总效应

的比值 

管护文件覆盖区域 3.317 3.312 2.830 0.264 0.351 0.616 56.98% 

管护合同签订区域 3.142 3.109 2.787 0.173 0.391 0.564 69.33% 

全部实证区域 3.219 3.198 2.807 0.198 0.378 0.575 65.74% 

表 7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 7 Analysis of one-way 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值 显著性 

度构 

制结 

组间 4.271 1 4.271 11.549 0.001 

组内 209.292 566 0.370   

 总数 213.563 567    

 组间 5.761 1 5.761 10.159 0.002 

管护 

行为 

组内 320.952 566 0.567   

总数 326.713 567    

制度 

绩效 

组间 0.264 1 0.264 0.362 0.548 

组内 412.301 566 0.728   

总数 412.565 567    

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制度绩效的均值（2.830）略高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2.787），这与制度结构均值和管护行为均值排序相

一致，进一步说明了管护制度结构越完善，农民的管护行为越显著，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就越高。但是表 6 显示管护文

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制度绩效的组间差异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区域制度绩效的样本方差具有同质性，表明制

度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管护制度实施方式，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管护制度所内隐的差异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

管护主体在不同的管护制度约束下呈现出的不同管护行为。 

（2）从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影响的总效应测算值来看，管护文件覆盖区域（0.616）略高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0.564），

两个区域的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影响程度均高于 0.5,进一步验证了完善合理的管护制度结构对于其绩效提升的重要性。在制

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方面，管护文件覆盖区域的直接效应（0.264）高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0.173）,管护

合同签订区域的中介效应（0.391）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0.351）。此外，在管护文件覆盖区域、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

证区域中，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中介效应均高于其直接效应，此测算结果与图 2 中“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间接路径系数高

于直接路径系数”保持一致，证明了管护行为这一中介变量在管护制度对其绩效作用中的重要地位，即无论采取哪种实施方式，

管护制度都能够通过中介变量管护行为作用于制度绩效。 

表 6 显示，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和管护合同签订区域中，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分别为 56.98%、

69.33%。两个区域的比值均高于 50%，再次验证了管护行为这一中介变量在管护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

时，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的比值(69.33%)明显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56.98%),表明管护制度不同实施方式下中介变量管护行为影

响的差异性较大，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 

4 小结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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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借鉴经典“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构建“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研究框架，基于嘉鱼、阳新、洪湖、

荆州四个地区 568 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展开计量，分析了管护制度结构对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和影

响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1) 研究基本验证了 SCP 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显著影响管护行为，管护行为显著作用于制度绩效。结合路径系数和显

著程度可知，将制度结构分解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用角色内行为与角色外行为来描述管护行为，采用管护投入和监督考

核来反映制度绩效等的技术路线设计较为合理； 

(2) 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影响更大；制度绩效中，管护投入类和监

督考核类变量的贡献排序不明显。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分别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

最大； 

(3) 利用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制度结构不仅可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管护文件

覆盖区域、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都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髙于管

护文件覆盖区域。 

由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基于非正式管护制度类变量在制度结构中的突出贡献，建议重视非正式管护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

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强管护宣传及村民沟通。利用村内广播、宣传栏等媒介定期进行管护先进事迹宣传和管护破坏行为披

露，营造积极的管护舆论氛围，激励农民积极参与管护，减少村民管护行为的不确定性。号召村民协同参与管护，加强社区成

员的沟通联系。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特征突出，农民出于自己长期利益(如亲友关系、受尊重程度、声誉情况等)的考虑，通

常选择参与管护，降低“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协同效应得到最大发挥； 

(2) 基于角色内行为对管护行为的巨大影响，建议在完善管护制度结构的同时，加大设施维护、纠纷调处、破坏劝阻、日

常巡查等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加强管护人员技能培训，倡

导优秀管护人员进行经验分享，提升管护工作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同时，建立管护人员监督考核体系，促进农地整理后期管护

人员规范化与职业化； 

(3) 由于主体选择对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建议在当前管护人员普遍由干部推荐、指定的基础上，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

式多元化，如按照“谁经营，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将土地承包经营人确定为管护责任人，或在有基础的地区引入市场机制，

通过租赁、拍卖、承包等方式落实管护主体，同时增强对管护主体选择过程的有效监督，提高管护主体选择方式的公正、公平、

公开程度，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管护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管护制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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